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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深陷救亡图存与文明转型的双重困境，传统思潮与改良尝试均难破困局，马克

思主义凭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成为指引中国革命的真理之光。《〈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作为唯物史观的纲领性文献，其翻译出版与传播轨迹，与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深度交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的重要微观载体。然而，学界

对这一关键文献的专题研究还需要系统梳理与深化。

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已有不少探索，既有成果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的整体传播脉络，或从宏观层面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对《共产党宣

言》等标志性文本的译介研究尤为深入。但相较于这些通论性或单一文本的专项研究，《序

言》的学术关注度明显不足。相关讨论多散见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通论著作中，未能针对

其独特价值展开系统考察，既未细致梳理《序言》中译本在不同革命阶段的形态演变，如新民

主主义革命初期以日语为中介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转译特征、发展期全译本的突破意义、成熟

期核心术语的定型过程，也未充分厘清其理论认知的深化轨迹，如早期经济一元论认知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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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发展期教条化风险的规避，以及与革命实践的具体关联，尤其忽略了《序言》在破解中国

社会性质争议、支撑土地革命政策制定，以及延安整风运动实现思想和行动统一中的核心作

用。从国内外研究动态来看：国内研究侧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历史脉络梳理，注重

宏观叙事的完整性；国外研究则多聚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学理阐释，对中国特定革命语

境下经典文献的本土化传播关注有限。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虽为研究热点，但

对单一核心文献在译介、阐释与应用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挖掘仍存在空白，难以充分展现唯物

史观从外来学说到革命指导的转化细节。

基于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中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各阶段政治语境，系

统梳理从思想破冰期的片段引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隐蔽传播、发展期的全译突破，

再到成熟期的本土化融合的完整轨迹，重点分析不同阶段译介策略与政治环境的适配性、理

论认知偏差的成因及对革命实践的影响，包括土地政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延安

整风运动的支撑作用，旨在还原《序言》中译本的传播全貌，揭示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践深

度融合的历史必然。创新之处在于以《序言》这一文本为切入点，丰富单一经典文献微观传

播史的研究，预期成果既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理论落地细节的认知，为当代马克

思主义理论本土化传播提供历史镜鉴，也为经典文献与革命实践的互动研究提供典型案例。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土壤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根生长，既在于其自身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特质，回应

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也依赖于先进知识分子主动筛选、创造性转化的理论自觉，

更得益于出版界与思想界的同频共振。

（一）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突破

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深陷认知困境。传统儒学思想在列强入侵的现实面前崩塌、洋务

派器物革新的失败证明仅学技术不足以救国、维新派君主立宪的尝试随戊戌变法的失败而

告终、辛亥革命虽推翻帝制却未能终结动荡。此时的中国亟须一种能够把握社会本质、直指

社会变革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科

学性，首先要看它是否真正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

在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正像达尔文

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2］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核心内涵，正是《序言》中系统阐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矛盾运动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散见于不同时期的各类著作中，这种分散性给知识

界系统获取、理解唯物史观带来了较大困难。相比之下，马克思在《序言》中仅以不足3 000字

的篇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化、科学化的概括，降低了理论认知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1920年陈望道已翻译出版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但其核心功能在于政治动

员，而非对唯物史观的系统阐释；1927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其他著作如

《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在当时都没有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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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由此成了国人公认了解和研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依据。

这种理论突破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实践性。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

物主义为根基，通过系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思想家的局限，科学阐释了社

会变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剖析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将社会主义从道德

批判升华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由此科学论证了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制的根本冲突必然

导致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世界，

而且通过把握现实矛盾的运动规律，为改造世界提供科学依据与方向指引。正是这种科学

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使其在与诸多社会思潮的竞争中，最终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

（二）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求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知识分子主动筛选、创造性转化的过

程。五四时期，政治文化领域精英辈出。以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为代表的知识分

子，既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熏陶，又深怀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渐演绎

成惊天动地的共产主义运动［3］34。
彼时思想界正值“百家竞起，异说争鸣”，封建顽固势力与新文化运动争夺阵地，各种思

潮激烈碰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

先后展开三次大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聚焦中国革命是否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社会主

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探讨改造社会应走革命还是改良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之争则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等根本问题。三次论战的交锋，加之新村运动、工读互

助等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推动更多知识分子诀别改良

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投向马克思主义怀抱。恰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4］1471当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时，终于解开

了关于救国道路的长期困惑。他们认识到：唯有唯物史观才能穿透表象，触及社会变革的深

层逻辑。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分析中国经济基础，试图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中

寻找破解困局的密钥。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主动求索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结果。这种理

论求索彰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在深刻反思后，选择了能真正指引中国出路的

科学理论。

（三）近代新闻出版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思想的传播离不开物质载体，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条件。1919年到1920年，全国涌现出宣传新思潮的报刊达400
多种［3］34。这些大众传媒凭借时效性强、发行量大、传播迅速、读者面广且易于保存的优势，

成为宣传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近代上海的棋盘街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的出版

发行中心，群益书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均坐落于此，形成了一个充满竞争与

合作的独特商业出版场域［5］。正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所言：“（启蒙运

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6］这一论断在中国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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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为：出版界把握思想市场的脉动，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回应时代需求，通过规模化出版

将思想家的理论探索转化为可传播的文化产品，使新思潮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正是在这一物质技术基础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得以展开传播实践。“要搞社会革命，便

不得不依靠宣传。”［7］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洞悉传媒的价值，将其视为连接理论与大众的

纽带。他们既是潜心钻研理论的思想探索者，亦是善于运用传媒的传播实践者。他们明确

认识到，争夺言论与出版阵地，与唤醒民众、构建自身话语力量密不可分。由此，他们采取了

多元的传播方式。这一时期，《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接连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不少是马恩著

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8］47。
出版业的物质条件与思想界的传播实践相互成就，使唯物史观不再是藏于书斋的学术

概念，而成为分析中国社会、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奠定了广泛的

社会基础。

二、在思想启蒙与政治高压下的片段传播（1919—1927年）
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撕开了思想裂

缝。这一时期，《序言》以日本学者的研究为中介进入中国知识界。然而，军阀割据的动荡政

局与北洋政府的思想禁锢，决定了其传播只能以片段摘译、边译边释的隐蔽方式进行。从李

大钊、陈溥贤的早期引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有限传播，《序言》的译介既承载着救

亡图存的时代焦虑，也面临着转译语境下的理论偏差。

（一）政治语境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军阀混战，“救亡图存”与“社会改造”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议

题。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新思潮被李大钊、陈溥贤等留日知识分子关注，《序言》中唯物史观

的核心段落正是在此契机下通过摘译进入中国。然而北洋政府及保守势力对新思想的压制

始终严苛，先后颁布《出版法》《报纸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在社会

失序与思想启蒙并存、政治高压与探索热情交织的特殊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能通过

进步青年举行秘密读书会和研究会等方式进行，《序言》等经典著作的早期译介，则依托《新

青年》《晨报》副刊等进步阵地，以学术研究、学说介绍的名义摘译片段，巧妙规避审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统一领导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成为

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转折点。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提出翻译“马克思全书”

15种的计划，其中便包含《政治经济学批判》（含《序言》）。但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

件的种种限制，这个出版计划实际只出版了《工钱、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

本论入门》三部著作［9］。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有利条

件。中国共产党抓住契机扩大理论宣传，成立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为

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

村教育”等课程；还利用《向导》周刊、《新青年》等平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领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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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在合作下亦有冲突，国民党右翼势力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

说，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也因此受到限制。

这一时期压制与开放并存、自发与组织交织，这样的矛盾使《序言》的早期传播因思想启

蒙与国共合作获得有限发展空间，但由于反动势力压制与合作裂痕难以实现系统传播。

（二）译介特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有留日经历，以河上肇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已形成系统

研究，日文本成为最易获取的翻译底本，对《序言》的译介主要依托日本学者的著作进行

转译。

1919年2月，《晨报》副刊改版，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增设“马克思研究”专栏。在5月5日

纪念马克思诞辰时，专栏登载了日本河上肇著、渊泉（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文中摘译了《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对“社会生产”“社会意识形态”等难懂词

句作了注释［10］248。这种“边译边释”的方式是当时译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即逐字逐句翻译

之后，加以注解，通过译者的注解帮助读者理解晦涩的理论。同年5月15日，李大钊《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一文连续刊登于《新青年》，系统节译《序言》中唯物史观的核心论述，还特别标

注“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11］14，在译文后，还将唯物史观概括为“经济决定论”与“社会

组织进化论”。

1921年，范寿康在《东方杂志》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序言》划分为五段译介，每

段后附解说，还声明“虽间有少许的私见，可说完全是根据河上博士的意见”［12］，进一步延续

了日语转译和边译边释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1920年李达翻译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

说》时，首次尝试突破单一翻译路径。他以日文译本为基础，对照德文原版补充内容，在附录

“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中译出《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并加译了马克思发现唯

物史观经过的说明。这一译文相较于李大钊等人的译文更加完整，体现了对不同文本来源

的整合［10］19。

（三）内容理解

这一时期对《序言》的理解受到转译语境与理论储备不足的影响，存在明显局限，集中表

现为“术语偏差”与“理论割裂”两大问题。

术语翻译的偏差直接扭曲了核心概念的内涵。如《序言》原典中“生产方式”是统摄“物

质生产的技术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的整体范畴，既包括“如何生产”的技术层面，也涵盖

“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社会关系层面，河上肇在著作中将其简化为“生产方法”，将这一辩

证统一体拆解为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把生产窄化为如何生产的工艺问题，仅强调技术维

度。中国译者受其影响沿用了这一译法，如李大钊、陈溥贤等均将其译为“生产方法”。类似

的偏差还体现在将“上层建筑”译为“上部构造”“上层结构”，将“社会形态”译为“社会秩

序”。这些术语的日本化痕迹，反映出早期对理论系统性的认知不足。

理论接受的割裂性则更具深层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

阶级斗争的历史。”［13］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最高形式是战争，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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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是人民战争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缺乏人民战争这一关键力量，旧制度就不会被推

翻，社会就无法向前发展。河上肇在阐释唯物史观时，过度强调“生产力的自动演进”，将其

解读为“经济一元论”，忽视了辩证法与阶级斗争的作用。这种倾向通过译介传入中国，使知

识界在最初理解唯物史观时蒙上了“机械论”“定命论”的色彩。在这种解读下，阶级斗争作

为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变革的能动性被弱化，这就与阶级斗争学说形成了表面对立。恽

代英认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一个是被马克思应用的方法；一个是被马克思发现的事

实，二者有根本区别。”［14］这种将二者割裂的认知，正是早期传播中片面理解的典型表现。李

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详细阐述了这种表面矛盾：“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

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

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

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

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

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

的方向。”［11］18这种认知偏差，使早期部分革命者忽视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内在逻

辑，即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这一矛盾的具体表

现，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直接动力，两者是内在统一的。这种割裂最终为 1927年大革命

后期的右倾错误埋下隐患，使革命遭到失败。

（四）革命影响

尽管存在认知局限，《序言》的片段传播仍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交锋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

命实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思想论战中，《序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其他思潮的理论武器。1919年，在“问题

与主义”论战中，胡适主张以渐进改良解决具体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以《再

论问题与主义》回应，以唯物史观阐明思想变革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

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

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15］强调主义是改造社会的理论工具，并提出通过阶级斗争实现

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这场论战使《序言》中的唯物史观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1920年至1922年，在“社会主义”论战中，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公开发文，主张精神改造

决定物质改造，社会主义不必从物质上破坏现存社会制度入手，只需从思想上改造资本主义

的习惯势力即可，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是违反国民性。李大钊、李达等马克

思主义者予以驳斥，指出社会革命在于客观的经济变动，而不在于主观的愿望；生产力推动

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革命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生产

资料公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其核心论据正是《序言》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原理。这场论战中，《序言》的片段论述虽未能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却帮助马克思主义者守住

了“革命必要性”的话语权。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序言》的传播直接服务于革命纲领的制定。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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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召开，首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理论基础正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初

步认知，这种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序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

核心思想。

此外，《序言》的传播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实践探索。1922年，彭湃在广东海丰开

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提出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和减租斗争的思想主张，为土地

革命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同时，毛泽东自1925年起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领导农民运动之中，

高度重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系统研究。毛泽东在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又发

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文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方法，构建起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精准把握农民在民主

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科学制定面向农民的政策，筑牢了关键根基［8］157。毛泽东在《国民革命

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

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

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6］这一论断是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

理的实践应用，通过组织和发动农民运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整体变革。

三、在白色恐怖与根据地建设中的全译突破（1927—1937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格局进入白色恐怖与红色割据的尖锐对抗阶段，国民

党的“文化围剿”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转入地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的

土地革命，迫切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这种压制与需求的矛盾催生了《序言》全译本的出版。

1930年后，刘曼、郭沫若译本的相继问世，不仅实现了术语的逐步定型，而且使唯物史观从思

想启蒙文本转化为分析社会性质、指导革命道路的实践工具，同时也暴露出教条化应用的

风险。

（一）政治语境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

民党推行“清党”政策，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年 3月到 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

众达 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万多人［8］232。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

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也陷入艰难境地。面对严峻局势，中国共产党人并未退缩，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相继成立，团结了大批进

步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宣传阵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保留火种。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相

继颁布《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等法令，以“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等

罪名对革命进步的书籍、报刊进行查禁，并以暴力手段迫害文化界、出版界进步人士，实施

“文化围剿”。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始终坚持斗争，探索特殊的传播路

径。1931年底，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一经出版便遭查

禁，书商被迫以“政治经济学会名义”改书名为《经济学批判》再版，再次被禁后，书商将原封

面撕去，换掉封面，改名为“李季译”，以此来躲避审查［17］。这种伪装传播成为国统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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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著作流通的常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1927年，八

七会议确立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总方针，井冈山、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相

继建立，急需理论指导土地革命与政权建设。这种国统区压制与根据地需求的反差，直接催

生了对《序言》全译本的迫切需求。

（二）译介特征

大革命失败后，仅靠片段译介已无法满足革命实践的需求。译者们开始致力于呈现《序

言》的完整逻辑框架，翻译方式也从早期“边译边释”转向不加个人注释的“纯粹翻译”，《序

言》全译本的出版正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1930年5月，刘曼借助英译本、日译本和德文本（多借助友人之力）［18］3所译的《经济学批

判》单行本在上海乐群出版社出版，印数2 000册［19］。该译本首次完整收录《序言》全文及正

文前两章，是这一文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刘曼在“译者序”中提到：“出版了足足七十年

的这本经济学批判，谁也知道是马克斯先生的全部遗教中一本最重要的经济文献，是全世界

劳苦群众的圣经，早已有了各种文字底译本。然而在中国，直到现在，直到马克斯主义所煽

起的革命焰火渐次迫近我们四周底现在，直到我国劳苦群众正在觉醒地接受时代要求底现

在，直到我国思想界起了进一步的转变底现在，直到旧社会将随历史的车轮转入万劫不复的

深坑中底现在，这样一个可贵的宝物，才有我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底译本，毫无疑义是我国

思想界一件不可恕的缺恨。”［18］1刘曼希望能通过完整译本填补思想界的“缺恨”，为不谙外文

的读者提供接触原著的机会。同时，也坦言翻译的难度：“再说理解本书底不容易，除去英译

者已先为我指出的诸点以外，最使我感到困难的是经济学批判绪言这一篇。”［18］3虽然刘曼译

本存在将“生产方式译为生产样式”“上层建筑译为上层结构”等的术语偏差，但填补了《序

言》无全译本的空白。

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推出了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译本的出版

实现了译介质量的重大突破。作为国内第一部从德文原本译出的中译本，该版本以考茨基

整理的1922年德文版为底本，同时参考英、日译本，文本来源的权威性显著增强［20］。郭沫若

的译本首次将“上层建筑”精准译出，虽将“生产方式”译为“生产方法”，但意义已趋近原著内

涵。这一译本因译文精准，1932年、1939年、1947年曾重排出版，由此可见该译本受欢迎程

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大。

除刘曼和郭沫若的两个全译本外，摘译活动也从未停止。1928年5月，《流沙》特刊号发

表了《唯物史观原文》，主要编者为李一氓，其中辑录了《序言》有关唯物主义的论述［10］272。此

后出版的《辩证法经典》和《社会主义底基础》等著作，《序言》都被摘译其中。

（三）内容理解

这一时期，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迫切要求，知识界开

始对唯物史观展开进一步研究，不再局限于《序言》中那段“唯物史观公式”的表达，而是延伸

至《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蕴含着辩证法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经典著作，由此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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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掀起了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热潮，唯物辩证法也被视作解读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这

一研究热潮，得益于留苏知识分子回国后对苏联文本的广泛传播，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从

借助日译本逐步过渡到以苏联文本为核心。这种将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相统一的认知受

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21］等苏联著作的

影响。然而，以苏联文本为核心解读马克思主义，也潜藏着教条化风险，以王明为代表的部

分革命者，在政治上忽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提出“一次革命论”，推行“城市

中心论”，否认农民革命性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正确性；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

变为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这些错误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与教条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根

据地率先突破思想桎梏。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

权”［22］109“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2］110，这一主张本质上是对《序言》中唯物史观原理的灵活运用，

通过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路，不仅为后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埋下伏笔，也为正确理解《序言》的实践品格提供了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成为思想界争议的核心议题，即中国究竟是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对中国革命性质及未来走向的

迷茫。非马克思主义者（如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认为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主

义者对这种观点予以批驳，在《新思潮》杂志登载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向省吾）”“中国资

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王昂）”“中国土地问题（吴犁平）”“中国劳动问

题（李一氓）”等文章，从多个维度剖析中国经济的特质，指出封建及半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

中占据主导地位，论证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相继发

文，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道路的基本认知。这场论战不仅厘清了学

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模糊认知，也成为检验对《序言》理解深度的关键场域。

随着社会性质之争的深入，论战焦点也从现实层面转向历史领域，引发关于中国社会史

问题的大讨论。陶希圣等人不仅否认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还质疑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

用性。针对这一质疑，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依据《序言》关于“亚细亚的、古希腊

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

代”［23］3的论述，以唯物史观为指针，在准确把握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

系的前提下，系统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首次以唯物史观重构中国历史

叙事。郭沫若提出：“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

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

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时代。”［24］这一观点开创性地证明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符

合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推动学界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社会性质，催生了“以唯物史观重

写中国史”的学术潮流。

1934年至1937年间，论战的核心进一步转向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部分观点认为，中国

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农村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与生产技术问题，而不是土地问

题。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予以反驳，从方法论层面驳斥“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错误论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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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变革的看法存在偏差，明确农村

问题的核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由此，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从城市和工业领域逐

渐延伸到乡村与农业层面，人们开始从农村社会的角度深入地探究中国社会的本质。

通过系列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

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同时明确马列主义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受限

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人们的认识水平，加之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部分理论问题的讨论未能

进一步深入，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四）革命影响

1927年至1937年，唯物史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土地革命、意识形态斗争及学术体系构

建中，更深刻作用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人民军队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复杂革

命环境中把握历史主动的思想根基。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在革命根据地的

建设中，《序言》中的唯物史观为土地政策制定提供了核心原理，群众观点则成为政策实践的

价值导向。从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到1931年的土地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

套较为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与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

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

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8］286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

剥削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中国长期以来穷困落后的根源，只有改变这

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根本需求，让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获得土地，才能

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

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序言》成为中国共产党反击国民党“民生史观”的武器。孙中山

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构建“民生史观”以对抗唯物史观。他们

刻意割裂两者的联系，甚至剥离民生史观中原本含有的唯物因素，将其建立在中国传统“仁

爱”哲学之上，使其与唯物史观形成根本对立［25］。对此，中国共产党展开了积极回击与坚决

批判，两种史观的对立也成为近代社会学者争论的焦点。1937年，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系统阐释社会结构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构建了完整的唯物史观分

析体系，毛泽东曾评价该书“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26］，为唯物史观

在中国的学术化、体系化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1939年，艾思奇与吴犁平合著的《唯物史观》

进一步推动理论本土化，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的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系统

论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使理论内核与中国实际问题形成更紧密联结。这些著作通过构建

科学的理论体系，既瓦解了民生史观对唯物史观的歪曲，也巩固了唯物史观在学术与意识形

态领域的合法性，使《序言》的传播与捍卫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紧密结合，强化了作为革命理论

的正统性地位。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唯物史观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原理成为中国共

产党策略调整的核心依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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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

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27］，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等进步力量加

入统一战线，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逻辑。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

十大纲领》，提出“在国共两党澈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28］，其理论根基包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核心观点，即只有团结

最广大群众，才能赢得民族解放胜利。这一科学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坚

实支撑。

人民军队自成立起就将“一切为了人民”写在鲜红的军旗上。1927年，南昌起义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为了人民而战斗”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

标，起义将士用鲜血生动诠释了这一豪迈誓言。1927年，三湾改编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确立

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官兵平等”打破等级壁垒［29］220。1929年，古田会议确立建党和建

军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

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

重大的任务”［22］86，明确了人民军队“听谁指挥、为谁扛枪”的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革命

实践与人民武装建设过程中，不断明确对军队的纪律要求，最初提出三项纪律，之后补充为

六项注意，进而合并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最终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具体内容包括：

“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29］235等。这些纪律以具体

条款体现对群众利益的维护，让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形成了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

四、在延安整风与全国解放中的本土化融合（1937—1949年）
1937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这片土地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实践高地。《序言》的传播也随之进入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阶段。延安相对稳

定的革命环境为《序言》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土壤。从核心术语定型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

建，《序言》的影响已超越单纯的文本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逻辑之一，最终见

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政治语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正式展开，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推动了全民族抗

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但是国民党依然奉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对陕甘宁边区实施

经济封锁并严格检查邮路，而“抗日”这一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契机。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以及出版力量的逐步完善，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提

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1939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指示，“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

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书籍”［10］299，从政策层面为出版工作定向领航。同时，中共中央出

版发行部、解放社、军委编译处、马列学院编译部等机构的成立，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著作翻

译出版的核心阵地；新华书店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陕甘宁边区的出版发行网络。尤为重要

的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在战争环境中带头学习、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大

力支持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此外，有利的革命形势与活跃的文化氛围为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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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著作出版创造了外部条件。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陕北局

势相对稳定，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实施宽松的出版政策，广纳文艺界、理论界

等领域人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骨干队伍，营造了良好的传播环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再度激化。国民党表面开展和平谈判，实则积极抢

占地盘，筹备发动内战，政治局势转向“两个前途与两种命运的决战”。在此背景下，《序言》

的理论价值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与

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统治根基，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获得土地的农民为守护自身革命

成果，主动参与组建人民武装、建立地方政权，还踊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过程充分

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译介特征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实践，核心特征体现为“重实践、轻新译”。1939年 3
月，延安解放社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由王学文校订、何锡麟和王石巍（王实

味）合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该译著参考的文本主要来自苏联，有俄文、英文、德文、法文、

日文等版本，通过多源文本的参考与校对，首次精准译出“生产方式”这一关键概念，“生产方

式”“上层建筑”等唯物史观核心术语的译法也得到最终定型。

与此同时，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转向“让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大众化路

径。哲学大众化的核心，是要走出“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思辨的理论”，从“理性世界”回归

“现实世界”，直面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聚焦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哲学的基本

理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社会领域切实发挥指导作

用。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正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标志性成果，将唯物史观

的核心原理进行通俗化转化，使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变得易于大众理解和感知，有效推动唯

物史观真正走向大众。

（三）内容理解

毛泽东作为唯物史观的坚定践行者与集大成者，始终紧扣中国革命实际，成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典范。1937年，《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理

解突破以往认识的局限，实现了向方法论自觉的转变。其中，《实践论》通过系统论述实践与

认识的辩证关系，精辟概括出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矛盾论》首次将矛盾特殊性作为辩证

法核心内容进行系统阐述，全面剖析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并将其运用于中国革命实

践，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毛泽东指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30］534，这一论断彻底打破将唯物

史观视为教条的错误认知，明确将其作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在理论立场上的根本转变。1940年，毛泽东引用《序言》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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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3］2这一核心观点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明确强

调一切理论与文化主张必须植根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同时，精准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

本国情，以生产方式演变规律为依据，科学论证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为“革命分两步走”战略提供科学理论支撑。194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

命”［4］1317。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

渡的总任务与主要途径，“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1］这一正确判断基于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民族资本主义虽能在一定时期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终将日益凸显，因此需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形式逐步改造生产关

系，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这一构想以逐步过渡的科学策略避免了激进变革的风险，

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

（四）革命影响

这一时期，《序言》的唯物史观经延安整风进一步深化，与实践深度结合，贯穿抗日战争

与解放战争全过程，形成从思想到行动的完整实践链条。

1942年，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以整顿全党的学风、党风与文风。鉴于党内存在的

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需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借其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问题。在《整顿

党的作风》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

顿文风”［32］812，其中批判主观主义是核心，这种不良学风将理论与中国实际割裂，违背了唯物

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原则。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

化”［32］814。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号召全党将其彻底抛弃。在

整风运动后，全党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

的思想认识，促进了全党的空前团结。

在抗日战争时期，《序言》中的唯物史观原理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思想纽带。1938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

相反的对照”［30］449，并结合中日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及国际形势，驳斥“亡国论”和“速胜

论”，为持久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解放战争时期，《序言》直接指导土地改革与战略决策。

1947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

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33］，其依据正是《序言》中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

产力发展的基本判断。解放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立足人类社会进步

图景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阐释人民民主专

政的核心要义。相关论述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

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相互呼应，成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大理论支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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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已深度融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从理论启蒙到政策制

定，从思想统一到实践突破，承载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外来学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内生逻辑。刘少奇在《论党》中提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

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

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4］这一总结精

准揭示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核心价值。

五、结语

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中译本的完整传播历程，明晰了唯物史观在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本土化传播路径与核心规律。《序言》作为唯物史观的纲领性文献，

其传播始终围绕“回应革命实践需求”展开，革命初期为突破北洋政府思想禁锢，译者采用片

段摘译、依托日译本转译的方式，以学术介绍为名规避审查，使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得以初

步传播；在发展期面对国民党“文化围剿”与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双重现实，全译本的出现既填

补了理论传播的空白，又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制定土地政策提供文本依据；成熟期在延安

相对稳定的革命环境中，核心术语的定型与理论的通俗化阐释，使唯物史观从知识分子的研

究对象，转变为广大干部群众可理解、可运用的思想工具。这一过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中国的生命力，在于能够随革命实践的推进不断调整传播形态，最终实现与中国实际

的深度融合。

在研究定位上，本文与既有成果形成明显差异。现有关于《序言》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

传播的整体脉络梳理，或聚焦于某一时期、某一译本的个案考察，对《序言》中译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完整传播历程缺乏系统性的贯通研究。通过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

同政治语境中《序言》中译本的文本特征、理论认知的演变，以及《序言》在社会性质论战、延

安整风等关键事件中的作用，完整呈现这一文献从“文本传入”到“理论应用”再到“实践转

化”的全过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研究提供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补充单一经典文献

传播细节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在史料挖掘上，对部分译本的传播数据掌握有

限，如刘曼译本在革命根据地的流通情况、普通读者的阅读反馈等，缺乏直接的档案史料支

撑，难以精准评估实际影响范围；其二，在研究视角上，对《序言》传播与同期国际马克思主义

思潮的关联分析不足，未能充分探讨苏联、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译者的间接

影响；其三，在文本对比上，对不同译本间的术语差异、阐释倾向的比较不够深入，尚未形成

系统的译本演变谱系。

从价值层面来看，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细节，更在于为当代理论传播提供启

示。在理论层面，揭示的“实践需求导向”“语境适配性”等传播规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传播史的研究维度；在实践层面，对《序言》术语本土化、理论通俗化的经验总结，可为当前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阐释与大众化传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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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译本的出版与影响

未来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拓展译者群体研究，结合档案史

料厘清各译者的翻译动机与学术背景，丰富传播史的人物维度；二是加强区域对比研究，梳

理国统区地下传播与根据地公开传播的路径差异、受众特征，完善传播史的空间维度；三是

开展文本互动研究，考察《序言》与《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等文本在传播中的相互影响，构建唯物史观早期传播的文本网络；四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序言》的各类译本、相关论文进行系统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为后续研

究提供更全面的史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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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Fei，Zhai Yaqia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ere deeply inter-

twined with the course of China’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s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of historical ma-

terialism, the dissemination of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ent through

successive phases: fragmentary introductions during the ideological ice-breaking period, translations and inter-

pretations based on Japanese versions in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stage, breakthroughs in complete translations

alongside the risk of dogmat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period, and finally the localized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developed stage. This process not only demonstrat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historical ma-

terialism evolving gradually from a foreign doctrine to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China’s revolution, but also

served as a microcosm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t provided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vic-

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cal-

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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